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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伤害危机对消费者态度 

影响的心理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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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市场环境日益复杂多变，消费者对于产品安全的关注度呈明显上升的趋势，相应地在产品安全

层面上将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同时，产品伤害危机越来越呈现高发趋势，且由于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推波助

澜，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恐慌，使企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本文引入公平理论，探索企业的危机处理方式对消费者

品牌态度的影响，探讨不同严重程度产品伤害危机的处理方式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考察用户与非用户的调节作用。

研究认为：产品伤害危机越严重，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就越差，而企业处理危机的努力程度则会改变这一态度。建

议企业在处理危机过程中应该让消费者感受到企业较高的努力水平；在危机补救过程中应侧重于提高顾客的感知公

平水平；在处理产品伤害危机时应该对用户和非用户采取差异化的策略，以维系用户的品牌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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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产品伤害危机是指偶尔出现并被广泛宣传的关于某个产品是有缺陷或是对消费者有危险的事件（Siomkos等，1994)[1]。近年

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于涉及自身健康的事件极其关心，其中对产品安全问题尤为关注，消费

者也因此对于产品安全问题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由于大众传媒与网络资讯的蓬勃发展，新闻媒体的触角开始覆

盖到企业行为的方方面面，犹如悬在企业头顶的“德摩克利斯之剑”，能将企业发生区域性产品质量问题的信息迅速传播到整

个社会，引起消费者的全面恐慌，爆发产品伤害危机，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2]。国内外品牌如三鹿 2008 年的三聚氰胺事

件、康师傅2008年“水源门”事件、强生 2009年婴儿卫浴用品“涉毒”事件、西门子 2011年“冰箱门”事件、肯德基 2015 年

养鸡场事件、耐克 2017年“气垫门”事件等，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产品伤害危机，这些危机给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因此，

企业处理危机的能力成为现代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可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化解危机，甚至将危机转化为机遇，是很多企业面临

的一个大难题。产品伤害危机处理的基础在于正确理解消费者对产品伤害危机处理方式的态度，只有了解消费者对产品伤害危

机态度反应的心理机制，才能针对性地制定处理产品伤害危机方案。 

以往的产品伤害危机研究，主要检验了产品伤害危机以及企业的处理方式会对消费者心理如消费者态度（Siomkos 等，

1994;Ahluwalia等，2000)[1][3]、购买意愿（Siomkos 等，1994;Siomkos 等，1992)[1][4]、基于消费者的品牌资产（崔金欢等，2002)[5]、

消费者对危机的责备归因（Laufer等，2004;Siomkos,1999)[6][7]等变量产生的影响，但在产品伤害危机影响消费者态度的心理机

制研究方面比较零散。因此，本文结合前人对产品伤害危机的研究，并借鉴服务补救中的感知公平理论来建立一个系统的关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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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伤害危机影响消费者态度的心理机制框架，为后续产品伤害危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企业处理产品伤害危机提供一个

有效的理论依据。 

二、文献回顾 

企业应对产品伤害危机的应对方式方面，Siomkos 和 KurZbard(1994)[1]提出了“公司应对方式连续集”的概念，认为危机的

应对方式可以细分为四类——积极承担责任、坚决否认、主动召回和强制召回。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除了公司依靠自身的力量

去应对之外，有时候还有其他外界应对。王晓玉等（2006)[8]在研究产品伤害危机对中国消费者考虑集的影响时，把产品伤害危

机的应对方式进行了分类。 

产品伤害危机对品牌资产的影响方面，崔金欢，符国群（2002)[5]讨论了在产品危害事件中消费者的事前预期与企业的反应

对品牌资产的影响。Cleeren 等（2008)[9]则发现消费者对品牌的熟悉和忠诚会减少消费者对负面消息对其品牌资产的影响。 

在顾客感知风险方面，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市场中会充斥各类与企业、产品相关的负面信息。有学者提出，消费者对品牌的

态度会受到各类信息的影响，因此，在危机发生之后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亦将发生变化。Siomkos(1999)
[7]
验证了消费者的感知风

险与企业应对方式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方正（2007)[10]用实验法展开了企业不同应对方式与顾客感知风险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消费者品牌态度方面，Ahluwalia 等（2000)[3]研究了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消费者忠诚度和消费者对目标品牌态度之间的

关系。曾旺明等（2008)[11]探索了产品伤害事件发生后，消费者的品牌忠诚、信任、情感、感知风险与其感知损失程度之间的关

系。王晓玉（2008)[12]研究了产品伤害危机事件发生过程中的消费者口碑方向与态度之间的关系。 

在顾客抱怨行为方面，很多学者认为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消费者对危机严重程度不同的抱怨行为，其反应也不一致。Laufer

等（2005)[13]的研究发现在可辩解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伤害程度会影响消费者的抱怨归因。 

针对感知公平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可以把感知公平区分为三个维度（Cropanzano,2000)[14]——程序公平、结果公平和交互

公平，且认为三者之间紧密联系（Wayne 等，2002)[15]。感知公平理论可以解释个体在面对冲突形势下的反应，而一类典型的冲

突情景就是服务失败及其随后产生的顾客抱怨。因此，感知公平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并有效解释了在服务补救期间的顾客反应

（Smith 等，1999)[16]。到目前为止，不论是在正常还是在补救服务的相关研究中，很多学者都认为影响顾客满意度的一个重要

因素即为感知公平性。 

产品伤害危机及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均是营销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虽然关于产品伤害危机如何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的研究

有逐渐增多之势，但是经过对文献的全面梳理之后，发现仍有很多理论空白尚未得到解决。本研究将针对这些空白进行补充性研

究：第一，建立一个系统的产品伤害危机对消费者态度影响的心理机制模型，全面阐述产品伤害及企业的危机处理方式通过何种

心理机制去影响消费者目标品牌的态度；第二，产品伤害危机也是一种冲突情形，本文尝试将感知公平理论运用到企业应对危机

处理方式对消费者态度影响的心理机制当中；第三，以往的研究表明，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危机品牌用户与非用户的消费者相

比，前者会更加关注产品伤害危机，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危机品牌的用户与非用户对企业的态度可能会产生差异。因此本文将

探讨危机发生后危机品牌的用户与非用户是否会对产品伤害危机中的消费者态度产生调节作用。 

三、研究假设与理论框架 

（一）研究假设 

1.产品伤害危机严重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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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伤害危机的背景下，与没有发生危机相比，消费者会对目标品牌形成一定程度的负面态度（Sionmkos 等，1994)[1]。

Laufer 和 Gillespie(2005)[13]发现，在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认为伤害程度高的消费者更容易抱怨企业，而认为伤害程度相对低

的消费者会更多地抱怨自己。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产品伤害危机越严重，消费者的感知损失就越大，消费者对企业的抱怨也更

多，对危机品牌的喜爱度则越低，导致其对危机品牌的态度就越差。由此假设： 

H1：不同严重程度的产品伤害危机与消费者品牌态度负相关，即产品伤害危机愈严重，消费者对目标品牌的态度就越差。 

2.企业对危机处理方式的影响。 

企业对危机的处理方式多种多样，显示出企业不同的努力程度（Sionmkos 等，1994)
[1]
。不同的处理方式会使消费者对目标

品牌产生不同的印象（Sionmkos等，1994)[1]，消费者在接触到企业对危机处理方式的信息后，会对目标品牌的态度产生显著差

异（王晓玉，2009)[12]。一般来说，企业越努力，表现就越积极，消费者对企业的态度也会越好。由此假设： 

H2：企业对危机的努力程度与消费者品牌态度正相关，即企业越努力，消费者对危机品牌的态度就越好。 

3.感知风险的中介作用。 

消费者对品牌态度的形成是通过认知或情绪，或者通过这两者而产生（Hawkins 等，2001)[17]。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消费

者将通过其在伤害事件中受到的情感性、功能性与象征性的利益损失所产生的主观判断，来评价其感知损失的程度。同时，这种

感知损失将与其他和危机品牌有关的信息（例如，企业的应对措施等）共同形成其对这一品牌的风险认知。感知风险与感知损失

的区别在于：感知风险代表的是未来利益受损的可能性，而感知损失意味着这一次正在造成的损失评价。并且，感知风险与感知

损失，都将影响消费者对这一品牌的信任与喜爱，从而改变其品牌忠诚度。消费者对于产品伤害事件所可能导致的感知损失程度

与其对该品牌的风险感知呈明显的正相关，即感知损失越大，感知风险就越大（曾旺明等，2008)[11]。因此，危机发生后，产品

伤害的严重程度以及企业的处理方式等信息的刺激使消费者产生感知风险，从而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由此假设： 

H3：感知风险是产品伤害危机严重程度对消费者品牌态度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 

H4：感知风险是企业对危机处理方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影响的中介变量。 

4.负面情绪的中介作用。 

在产品伤害危机过程中，消费者在产品伤害事件中的感知损失与品牌情感呈负相关关系，即感知损失越大，品牌喜爱程度就

越低（曾旺明等，2008)[11]。情绪作为一种信息线索直接影响判断（Schwarz 等，1996)[18]，对知觉和行为有重要的影响。由此假

设： 

H5：负面情绪是产品伤害危机严重程度对消费者品牌态度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 

H6：负面情绪是企业危机处理方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影响的中介变量。 

5.感知公平的中介作用。 

Blodgett 等[19]认为，感知公平水平可以很好地解释和预测消费者在抱怨行为发生后的态度与行为意图参数。公平是每个消

费者所渴求的，且服务失败补救和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企业的处理方式非常相似。通过访谈也发现，很多消费者在产品伤害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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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后，面对企业处理方式的评价中暗含了对公平的诉求。由此假设： 

H7：感知公平是企业的危机处理方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 

6.用户与非用户的调节作用。 

对某种商品涉入度低的消费者通常只是被动地接触信息，最多只是有限地随意捕捉信息（Michel等，2000)[20]，其态度转变

比较快,态度维持的时间也比较短。对于涉入度高的消费者，其形成的态度就较难改变，如果要促使其改变态度,就必须提出良好

的逻辑推论并辅之以强有力的证据。同时，产品的涉入度对品牌敏感性有正向影响作用，消费者的涉入程度越高，对品牌的敏感

性就越高（Laurent 等，1985)
[21]
。发生产品伤害危机后，由于相对于危机品牌的非用户，危机品牌的用户对产品的涉入程度更

高，对品牌的敏感性也更高，对公司的处理方式的期望则更高。因此，危机品牌用户与非用户可能会调节产品伤害危机对其品牌

态度的影响。由此假设： 

H8：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危机品牌的用户与非用户会调节危机严重程度对其品牌态度的影响。 

H9：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危机品牌的用户与非用户会调节企业危机处理方式对其品牌态度的影响。 

（二）理论框架 

基于以上假设，提出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所示）： 

 

四、研究设计 

（一）调研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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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设计了“危机严重程度（高/低）×企业对危机的处理方式（否认/道歉/退货）×危机品牌消费者类型（用户/非用户）”

的 2×3×2 组间实验来验证所提出的 9 个假设，并针对不同的实验条件进行分层抽样对被试者分组。研究选择了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的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作为被试对象。对应于12种实验处理条件，研究人员将问卷分为 12类，被试的对象被随机分配

到一种实验条件，每种实验条件33份左右，发放问卷共计 400 份。选择大学生作为被试对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大学生对身

边的食物比较敏感，接受处理新信息的能力比较强，可以更好地理解并完成问卷；二是由于人口统计特征上大学生群体存在较高

的同质性，以他们作为调研对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人口统计变量对调查结果产生的影响。同时，针对被试群体的特点，研究

选择了方便面为实验刺激物。 

（二）问卷设计 

1．问卷结构设计。 

在问卷中首先测试未发生产品伤害前消费者对 H品牌的态度（前试），以保证消费者对 H品牌认知的一致性。然后，向被试

出示关于危机事件以及企业处理方式的信息，测试其对 H 牌方便面的感知风险，感知公平和负向情绪，即消费者对 H 品牌的态

度（后试）。最后，是相关人口统计变量等信息。 

2.操作变量的设计。 

(1）危机严重程度的设计。 

产品伤害危机以在真实爆出的关于“‘康师傅’‘统一’等方便面抽检不合格，可能引起呕吐、腹泻”这一事件为基础。对

伤害程度低的设置是：“最近据几家上海的权威媒体报道：上海近日查出一批 H品牌袋装方便面大肠菌群超过标准限量值，导致

部分消费者肠胃不舒服，个别消费者甚至腹泻。”对伤害程度高的设置是：“最近据几家上海的权威媒体报道：上海近日查出一

批 H品牌袋装方便面被查出铅含量严重超过标准限量值，并引起严重的后果，致使多人死亡，数百人因中毒而在医院接受抢救。

此消息一出，各方面反应强烈。” 

(2）企业不同处理方式的设计。 

研究参考了王晓玉（2009)[12]总结的三种危机处理方式：否认、道歉和允许退货。在“否认”这种处理方式中，设置是：危

机发生后，H品牌的反应是：“即便发生中毒事件，也绝不会是企业的责任，因为 H品牌公司具有安全的生产线和严格的质量检

测与控制系统，H牌方便面肯定不会出现这种质量问题。”在“道歉”这种处理方式中，设置是：“尽管我们对本公司的方便面

质量完全有信心，我们仍然为这一事件向消费者表示诚挚歉意。请相信 H 品牌公司会尽快帮受伤消费者查明事故发生的真正原

因，向全部消费者有一个明确的交代。”在“退货”这种处理方式中，设置是：“尽管我们对本公司的方便质量完全有信心，但

我们仍然为这一事件向消费者表示诚挚歉意；对于传闻中受到伤害的消费者，公司已经陪同医生，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密切地观

察、治疗。同时，为消除消费者的担忧，我们公司承诺对消费者购买的 H品牌方便面给予退货处理。公司正在制定退货的具体实

施方案，随后将公布。” 

(3）用户与非用户的设计。 

为了使实验的对比明显，实验中对用户与非用户的设置分别是“假设您在最近一周购买并正在食用 H 牌方便面”和“假设

您从未购买或食用过 H牌方便面。” 

3.测量变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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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知风险的测量与控制。 

感知风险为消费者感到损失的可能性。参考 Chaudhuri 和 Holbrook(2002)
[22]
的做法，并结合前期的访谈和预调研，将感知

风险界定为身体风险、财务风险和心理风险。测项主要有以下几个，并采用 7级 Likert量表测量：(1)我不会有什么大的经济损

失；(2)我会觉得该产品不划算；(3)如果购买该产品，我担心买得不好影响我的健康；(4)就算该产品质量不好，使用它也不会

给健康带来太大威胁；(5)我很关注方便面可能带来的身体伤害；(6)如果购买该产品，我会觉得对自己不负责任。 

(2）负面情绪的测量与控制。 

参考 Phillips 和 Baumgartne(2002)
[23]
和韩小芸等（2004)

[24]
的研究，结合访谈和预调研，采用恐慌、愤慨、不满意三个维

度来测量负向情绪。主要有以下几个测项，并采用 7 级 Likert 量表测量：(1)H 牌方便面使我感到害怕；(2)H 牌方便面使我感

到失望；(3)H 牌方便面使我感到生气；(4)我不会再购买 H牌方便面。 

(3）感知公平的测量与控制。 

根据美国学者 Tax 等（1998)[25]提出的服务补救公平属性，并参考 Smith(1999)[16]和 Yim 等（2003)[26]设计的服务公平量表，

结合访谈和预调研，保留感知公平理论中的结果公平与交互公平两个维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测项，并采用 7级 Likert量表测量：

(1)H 公司的处理结果使消费者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东西；(2)H公司的处理结果是公平的；(3)H 公司付出了积极的努力来解决产品

问题；(4)H公司在处理产品伤害危机显得非常有诚意；(5)H 公司对产品伤害很关心。 

(4）消费者对目标品牌的态度。 

消费者态度用“很差/很好”，“很讨厌/很喜欢”七级语义差别量表进行测量。测项如下：(1)我很讨厌 H品牌/我很喜欢 H

品牌；(2)H品牌方便面很差/H牌方便面很好。 

五、假设检验 

本次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 367 份，有效回收率约为 91.7%。针对十二个实验条件，样本分布均匀。同时，根据对样本的描述

性统计分析可以得出，此次样本抽样比较合理。 

（一）控制性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法来验证实验变量设置是否有效。结果显示，产品伤害危机严重程度的设置中，t 值为

6.266(p=0.000<0.05），严重程度高低的设置是成功的；在企业努力程度的设置中，“否认”（努力程度低），“道歉”（努力程

度中），“退货”（努力程度高）两两之间的 t 值，t 高 Vs 低=15.949(p=0.000<0.05),t 高 Vs 中=5.223(p=0.000<0.05),t 中 Vs 低

=10.305(p=0.000<0.05）均显著。因此，企业对危机不同处理方式（否认/道歉/退货）分别显示企业对危机处理不同努力程度（低

/中/高）的设置也是成功的；对危机品牌消费者类型（用户/非用户）的设置中，t值为 2.517(p=0.012<0.05），也是显著的，危

机品牌消费者类型（用户/非用户）的设置亦是成功的。 

（二）假设检验 

对 367 个有效样本进行信度分析，各测量变量的Cronbachα系数均大于 0.7，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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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因子分析分别对消费者前试态度（2个题项）、感知风险（5个题项）、负面情绪（4个题项）、感知公平（6个题项）、后

试态度（2个题项）进行效度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前试态度（KMO=0.600，累积解释率=79.2%）、感知风险（KMO=0.788，累积

解释率=60.4%）、负面情绪（KMO=0.775，累积解释率=65.4%）、感知公平（KMO=0.872，累积解释率=62.8%）、后试态度（KMO=0.603，

累积解释率=85.9%）的题项均显示了较好的效度。 

以消费者品牌态度（后试）为因变量、产品伤害危机的严重性以及企业对危机的处理方式为自变量，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

可以得出：第一，该模型检验的 p 值为 0.000<0.05，因此所用的模型是有统计学意义的；第二，危机严重程度对消费者品牌态

度（后试）存在影响（p=0.000<0.05）；第三，企业处理方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后试）存在影响（p=0.001<0.05）；第四，危机

严重程度和企业对危机处理方式的交互项对消费者品牌态度不存在显著的影响（p=0.385>0.05），即二者的交互项对消费者品牌

态度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由于危机严重程度和企业处理方式的交互项对消费者品牌态度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所以主要讨论危机严重程度和企业对危

机的处理方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影响的主效应。 

1.产品伤害危机严重程度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检验。 

以产品伤害危机严重程度为自变量，以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后试）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严重程度高的产品伤害危机对

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均值为 3.0733，严重程度低的产品伤害危机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均值为 3.4492，危机伤害程度越高，消费者对

品牌的态度就越差（F=10.314,p=0.001<0.05）。并且，在没有发生产品伤害危机时，对应的消费者品牌态度均值为 4.5314 和

4.6328。因此，可以看出在不同严重性的产品伤害危机中，顾客的品牌态度是存在差异的，且危机的严重程度与消费者的品牌态

度负相关，即产品伤害危机越严重，消费者对目标品牌的态度就越差，H1获得支持。 

2.企业对危机处理方式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影响检验。 

同样使用方差分析检验企业对危机不同的处理方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企业“否认”时消费者品牌态度均值为

2.7418，“道歉”时消费的态度均值为 3.3347，“退货”时消费者品牌态度均值为 3.6760，企业对危机不同的处理方式对消费

者态度造成不同的影响（F=24.012,P=0.000<0.05）。由于不同的处理方式表明企业不同的努力程度，“否认”时企业努力程度均

值为 1.991，“道歉”时企业的努力程度为 3.605，“退货”时企业的努力程度为 4.512，且两两之间都有显著差异。由此可以

看出，企业的努力程度与消费者对危机品牌的态度正相关，企业越努力，消费者对危机品牌的态度就越好，H2获得支持。 

3．感知风险对危机严重程度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检验。 

参考 Baron 和 Kenny(1987)[27]提出的一个使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采用四组回归方程对 H3 的感知风险这一中介变量进行检

验。回归方程 1 中，危机严重程度（自变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因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p=0.002<0.05）；回归方程 2 中，

危机严重程度（自变量）对感知风险（因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p=0.000<0.05）；回归方程 3中，感知风险（自变量）对消费

者的品牌态度（因变量）的影响亦显著（p=0.000<0.05）；回归方程 4中，感知风险（自变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因变量）的

影响（p=0.000<0.05）是显著的，但产品伤害严重程度（自变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p=0.225>0.05）。

由此得到，产品伤害危机严重程度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是通过中介变量感知风险来实现的，且该中介过程属于完全中介，H3

得到验证。 

4.感知风险对企业处理方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检验。 

参考上述过程对 H4 进行检验，回归方程 1 中，企业处理方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显著（p=0.000<0.05）；回归方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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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业处理方式对感知风险的影响是显著的（p=0.000<0.05）；回归方程 3中，感知风险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p=0.000<0.05）

是显著的；回归方程 4中，企业处理方式和感知风险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p=0.000<0.05）亦显著，且企业处理方式对消费者品

牌态度回归系数的绝对值（0.242）小于产品伤害危机伤害程度对消费者态度回归系数的绝对值（0.337）。由此得到，感知风险

是企业处理方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影响的中介变量，且该中介过程属于部分中介，H4得到验证。 

5．负面情绪对危机严重程度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检验。 

对 H5进行检验，回归方程 1中，危机严重程度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是显著的（p=0.002<0.05）；回归方程 2中，危机严重程

度对感知风险的影响是显著的（p=0.000<0.05）；回归方程 3中，负面情绪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是显著的（p=0.000<0.05）；回归

方程 4 中，感知风险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亦显著（p=0.000<0.05），产品伤害严重程度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则不显著

（p=0.756>0.05）。可以得到，负面情绪是危机严重程度对消费者态度影响的中介变量，且该中介过程属于完全中介，H5得到验

证。 

6.负面情绪对企业处理方式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检验。 

对 H6进行检验，回归方程 1中，企业处理方式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是显著的（p=0.000<0.05）；回归方程 2中，企业处理方

式对负面情绪的影响是显著的（p=0.000<0.05）；回归方程 3中，负面情绪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亦显著（p=0.000<0.05）；回归方

程 4中，企业处理方式和负面情绪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均显著（p=0.000<0.05），且企业处理方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回归系数的

绝对值（0.273）小于产品企业处理方式对消费者态度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0.451）。可以得到，负面情绪是企业处理方式对消

费者态度影响的中介变量，且该中介过程属于部分中介，H6得到验证。 

7.感知公平对企业处理方式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检验。 

对 H7进行检验，回归方程 1中，企业处理方式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是显著的（p=0.000<0.05）；回归方程 2中，企业处理方

式对感知公平的影响是显著的（p=0.000<0.05）；回归方程 3中，感知公平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亦显著（p=0.000<0.05）；回归方

程 4中，感知公平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是显著的（p=0.000<0.05），但企业处理方式对消费者态度不显著（p=0.398>0.05）。可以

得到，感知公平是企业处理方式对消费者态度影响的中介变量，且该中介过程属于完全中介，H7得到验证。 

8.用户与非用户调节危机严重程度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检验。 

根据温忠麟等（2005)[28]提出的调节变量检验方法，先以消费者态度为因变量方差分析进行方差检验，产品伤害危机的严重

程度与不同的消费者类型（用户/非用户）的交互统计项显著（p=0.006<0.05），即用户/非用户与危机严重程度的交互效应对消

费者态度的影响显著。 

对用户/非用户与危机严重程度及消费者态度交互作用的深入研究表明：危机品牌的用户对于危机严重程度的态度差异不显

著（F=0.064,P=0.800>0.05）；而危机品牌的非用户对于危机严重程度的态度差异显著（F=16.118,P=0.000<0.05）。由此可以看

出，用户与非用户调节危机严重程度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影响，假设 8得到支持。 

9.用户与非用户调节企业的危机处理方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影响的检验。 

分析方法同上，先以消费者品牌态度为因变量做方差分析。企业处理方式与消费者状态的交互统计项显著（p=0.071<0.1），

即用户/非用户与企业处理方式的交互效应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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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企业越努力，用户对品牌的态度就越好（“退货”对态度的影响均值为 3.4754，“道歉”为 3.3729 均高于否认的

2.8475），非用户对品牌的态度亦越好（“退货”对态度的影响均值为 3.8672 高于“道歉”的3.2984，高于“否认”的 2.6429）。

其中，用户对“道歉”和“退货”的态度无差异（F=0.311,P=0.578>0.05），但是非用户对“道歉”和“退货”的态度是有差异

的（F=7.618,p=0.001<0.05）。因此，H9被部分支持。 

六、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根据验证的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首先，在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危机越严重，消费者对目标品牌态度就越差；企业

越努力，消费者对目标品牌的态度就越好。产品伤害危机严重程度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完全中介）和负面情绪（完全中

介）来影响消费者对目标品牌的态度，而企业的处理方式不仅通过感知风险（部分中介）和负面情绪（部分中介），而且通过感

知公平（完全中介）来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其次，危机品牌的用户与非用户对危机严重程度的态度不一致：当消费者为危机品

牌的用户时，这是由于品牌忠诚导致的，而当消费者为危机品牌的非用户时，危机品牌的严重程度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影响显著，

则是由于非用户的品牌态度更容易受外界信息的刺激而发生改变。最后，无论是用户还是非用户，其品牌态度都跟企业的努力程

度正相关，即企业越努力，用户以及非用户品牌态度就越好。进一步研究发现，用户对企业的“道歉”和“退货”的态度没有差

异，而非用户对企业的“道歉”和“退货”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是由于：第一，涉入度高的消费者（本研究中的用户）对

品牌的态度相对比较稳定；第二，在本研究实验关于“退货”的设置中，并没有提及具体的退货措施这两种原因导致的。 

（二）启示 

1.由于消费者对不同程度的产品伤害危机有着不同的态度，因此企业在针对不同的严重性的产品伤害危机应该采取不同的

策略，这样会更加有效。具体而言，在产品伤害危机程度比较低时，企业可以适当减少补救措施的使用；而在产品伤害危机程度

比较高时，尤其是针对非品牌用户，应该尽可能地补救，以免影响非用户的品牌态度。 

2.由研究表明如果消费者认为处理产品伤害危机时努力程度较高，就会对目标品牌有较好的态度，所以企业在处理危机过

程中应该让消费者感受较高的努力水平。 

3.企业在补救过程中注意提高顾客的感知公平水平。感知公平是影响补救结果的重要因素，企业虽然没有与消费者直接接

触，但是现代传媒的强大力量大大缩短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企业的一举一动都会对消费者产生影响。企业在处理产品伤

害危机时应该迅速，以及且态度诚恳，这样都会提高消费的感知公平水平，从而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 

4.由于用户和非用户对产品伤害危机的严重程度和企业处理方式的态度有差异，因此，企业在处理产品伤害危机的时候应

该注意用户与非用户的这种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用户的品牌忠诚度，同时缩小产品伤害危机的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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